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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
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
2011 年 6 月 1 日，石家庄市社会
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弃婴“安
全岛”，里面有张铺了两层碎花
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显示为

32.7 摄氏度的保温箱，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
临时庇护场所。截至今年 1 月底，共发现弃
婴 26 名。

（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这座弃婴“安全岛”展示了社会良心。尽管

弃婴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是被遗
弃的婴儿并没有错。他们虽然因故被自己的父
母所遗弃，社会却不能遗弃他们，给弃婴提供更

加人性化的保护措施，符合文明社会要求。
弃婴是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的社会问

题，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也会遇到同
样问题。据悉，德国、意大利、捷克、俄罗斯这些
国家的弃婴安置场所大多位于教堂和医院，这
样的举措得到了政府鼓励。因此，我们也理应
支持这一做法。

有人可能会说，弃婴是违法行为，建弃婴
“安全岛”是为弃婴提供方便，这会鼓励一些人
违法弃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必须明
确，建弃婴“安全岛”只是为被遗弃的婴儿提供
方便，并非为弃婴者提供方便，随时随地弃婴对
弃婴者才更“方便”。

事实上，有了弃婴“安全岛”并没有“引诱”

更多人弃婴。建弃婴“安全岛”后，石家庄社会
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75个，低于往
年同期接收的弃婴数。倒是安全岛发现的26名
弃婴中，18名最终活了下来，而以往丢在福利
院附近的弃婴入院后存活率不足50%。其积极
的社会效应显现。

人性化管理社会，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
向。人性化管理社会不能以管理服务的对象有
所不同，而应采取选择性对待。人性化管理社
会的品质，是现代社会本身就应该具备的品质，
并非来自管理服务对象一方。对于生命的敬
畏，不能因为是弃婴或犯罪分子，就可以有所例
外。别人不仁，社会却不可以不义。况且被遗
弃婴儿也是受害者。

弃婴“安全岛”展示了社会良心
□赵光瑞（河南）

永远不要让信仰法律的公民绝望
大连养猪的高英巍这两年来一直很郁

闷，甚至对他一向信仰的法律都失望了。其
郁闷不仅在于数千万元投资可能打了水漂，
更因为权利眼睁睁地遭遇侵犯却求告无
门。人大代表介入，不管用；领导批示，不
奏效；走法律途径，又耗不起。求告无门的
老高只能一次次进京“求”媒体了，这件明
显是当地政府违法的事，中央台报道了，

《检察日报》报道了，《中国经营报》报道了，
无数网站转载了。领导看到这些报道，又
批示了，可毫无解决迹象。眼前的老高，没
半点儿资产数千万元的老总的样儿，真的
很不忍看他那时而闪出一点儿希望、瞬间
又陷入绝望的眼神。我们的法律啊，永远不
要让信仰法律的公民绝望！

——《中国青年报》

劳教“非典造谣者”，罚当其罪吗
“保定发现非典”的谣言，的确产生了恶

劣的影响，但对这事的处理，也应该依法依
规。因此，当地公安机关对涉案人员刘某某
劳动教养两年的决定，值得商榷。从刘某某
发帖的主观故意与行为后果来说，处以两年
劳动教养，有畸重之嫌。《治安处罚法》规定，

“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
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5日以
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
罚款”。刘某某的行为更接近于该规定的“谎
报疫情”，综合考虑其造成的后果，对刘某某
处 15 日以下的治安拘留也能体现“罚当其
罪”，足以警示其他人不要以身试法。

——《新京报》

因其所带运动员在北京残
奥会上获得3金1银，受聘于中
国残奥管理中心的著名田径教
练汪成荣被中残联奖励149.91
万元。汪所在单位、青海体工
一大队要求其上交奖金由组织

重新分配，汪不同意，一大队便给予其停职处
理，大队长杨海宁称：“他不肯交钱的话，我们还
有其他手段。”

中国式竞技体育的看点，不仅仅在赛场，有
时候更在赛场之外。旁观这场热闹的“百万奖
金争夺战”，很多人或许惶惑：明明中残联证实
这是奖励给教练员个人的钱，而且又打入个人
的银行卡内，单位凭什么逼汪成荣把钱吐出来

“由组织分配”。
这其实牵扯到了一个复杂的体制性问题——

在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下，教练员和运动员究

竟属于他们自己，还是属于国家或集体；各类赛
事上的大小金牌、银牌和铜奖，所有权到底属于
一个庞大团队抑或运动员、教练员本人？

所谓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就是竞技体育
资源由国家统一调控配置，运动员和裁判员的
遴选、培养乃至全部经费投入都由国家财政包
揽。集中力量办大事，固然能在短时间内营造
金牌“大跃进”的漂亮泡沫，但它又往往会带来
以下两方面的严重负面影响：其一，拖累和影响
大众体育的正常投入、健康发展；其二，加剧了
体育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和行政化，造成了体育
产业的产权不清、事权不清、财权不明，以至于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刘翔、姚明等人都应该算做
国有资产，十分重视明星产业保值增值的体育
局，就是另一个“国资委”。

言归正传。青海体工一大队之所以激烈抢
夺记在汪成荣个人名下的百万巨奖，其潜在的

理论依据，恐怕就是汪成荣身在体制内，占着公
家编制，拿着公家俸禄，享受着国家公务员或事
业单位人员的政治与经济待遇，其本人算是“国
有资产”，其行为当属职务行为，他所得到的重
奖应该算做“国有资产增值”，收益理所当然地
要归组织统一分配——如此怪诞思维，在世界
绝大多数国家看来都不可理喻，然而在中国体
育官员眼里，却是那样的正常。这种一切围着
金牌转的体制，不仅把“人”当成了夺奖机器，也
把竞技体育异化为一种高垄断高回报的畸形产
业，并使体育运动管理者成为见钱眼红的企业
老板。

何时让运动员和教练员属于他们自己，中
国体育才算是回归了正常。“百万奖金争夺战”，
再次暴露了当下竞技体育发展悖论的荒唐属
性，提醒人们必须加速体育改革，以“处处森林”
的大众体育取代“几处盆景”的竞技体育。


